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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与宪法内涵

韩大元*

内容提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已

成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与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共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入宪，标志着这一命题完成了从历史叙事、政治话语向宪法话语的

转变，由此形成一个具有统摄性、解释力与辐射力的规范体系。伴随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与宪法全面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不断拓

展、外延日益明晰，不仅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也构成理解中

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的重要宪法范畴。立足历史演进脉络与宪法文本双重维

度，系统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内涵和规范意义，对于凝练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宪法逻辑，以宪法话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

统一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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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意义

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12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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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始终不渝的初心使

命，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接续奋斗的伟大实践。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和人民从此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华文明亦遭遇历史性断裂

的风险。“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1)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梦想不仅升华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识的核心政治话

语，更通过 2018 年宪法修改载入国家根本法，被正式确立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规范约

束力的国家发展目标。

2025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2)，深刻揭示了这一不可逆转

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意涵，同时彰显着

中国宪法历史观与文明观。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命题已展开多

学科、多视角的深入探讨，并积累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领

域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尚未形成立足宪法文本、贯通规范逻辑与价值目标的体系化

范式。(3) 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阐释“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宪法意蕴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4) 鉴于此，本文从历史演进与宪

法文本的双重维度，系统梳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阐释其入宪意义与宪法内

涵，旨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理化解读提供可参考的思路与方法论。

二、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脉络

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需要厘清“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生成逻辑。我国

宪法序言开篇即明确宣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在绵延五千余年

的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奠定了多民族

统一国家的历史根基与文化认同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中

华民族”虽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逐步凝聚成型，但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义上的概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４页。

(2)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5 年 9 月 3 日），载《人民

日报》2025 年 9 月 4 日，第 3 版。

(3) 从宪法学视角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研究，参见李占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意蕴》，载《民族研究》

2022 年第 3 期；林来梵：《中国宪法中的“文明”国家像》，载《中国法学》2025 年第 3 期；周叶中、张权：《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宪法学思考》，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 年第 5 期；江国华、肖妮娜：《“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载《河

北法学》2019 年第 3 期。

(4) 参见前注 ③，李占荣文，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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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则是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民族危机深化与现代国家转型的复合语境下被提出

并广泛传播的。

（一）近代中华民族话语兴起的历史背景

对中华民族概念形成的历史起点，学者们有不同的论述。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经历

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即中华民族的“自觉”形态，主要是在近代民族国家

建构与中西对抗过程中生成的，而其“自在”形态，则根植于数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

共同体基础。(5) 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乃近代中国伴随现代民族国家意

识兴起而形成的新概念。(6) 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即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一名称，

1949 年《共同纲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有机结合

的民族概念。(7)

学界通常认为，1902 年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

大势》一文中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

初阶段性”(8)。1905 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通过考察中华民族的历史

源流，开创性地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9) 这一论

断。虽然这里的“中华民族”仍然主要指称汉族，但其仍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今天理解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背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不只具有民族学或社会学

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宪法学意义。如有学者提出，20 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

标志着中国民族作为整体之自我意识的觉醒。(10) 而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显然与近代以来

国家遭遇的历史变局以及饱受侵略的经历有关。结合梁启超自身从事思想启蒙、维新变

法的人生轨迹看，如何塑造民族的同一性与主体性，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变局中存续

中华文明，建构现代国家是其思索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华民族”概念一经提出就承担

的历史使命。

梁启超于 1905 年系统阐发“中华民族”概念之际，近代中国亦正式开启了以宪法

制度建构为核心的国家转型探索。同年，受国际上日俄战争与国内民族危机持续加剧的

双重推动，清廷谕令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诸国考察宪法，其核心任务即系统考察各国宪法

体制，为预备立宪提供制度参照。考察团历时近两年，足迹遍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

十余国，深入考察其立宪经验、议会运作、行政架构、司法制度等，并拜会各国政要与宪法

学者。这些域外宪法考察，不仅首次将现代宪法的理念、制度构造与实践逻辑引入国内

(5)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6) 参见宋友文、王佳怡：《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5 期，第 39 页。

(7) 参见王延中：《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 年第 5
期，第 5 页。

(8)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大象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74 页。

(9)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专集之四十一），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一册》，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第 7298 页。

(10) 参见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载《清华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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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更直接催生了以“君主立宪”为纲领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 年），成为中国

宪法观念启蒙与宪制实践探索的重要起点。历史表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背景

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觉醒与现代宪法观念的初步形成不仅具有历史共时性，

也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1894 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并于 1911 年领导辛亥革命废除了延续两千多

年的封建帝制，但正如我国宪法序言所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

任务还没有完成”。宪法序言这一论断不仅体现了民族复兴与国家重建关系的内在逻辑，

更标志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从文化自觉向政治自觉的关键跃升。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期探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锻造了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导力量——中国共

产党”(11)。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定探索者与实践者，自成立时起即承担着挽救

民族危亡的重要使命。早在 1917 年，在内忧外患、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就在《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当以中

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12)，并指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

中华民族矣”(13)。可以说，从李大钊的这段论述中，已经可以窥见一种基于国民平等身份、

具有现代政治与法律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1919 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三）》

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

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

族而先告成功”(14)。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宣言就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

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5)。与此相应，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中华民族复兴”也更侧重民族

独立与解放面向。恽代英认为，“中国复兴的可能，是没有丝毫可以怀疑的。要中国复兴，

许多人相信必须要一番破坏建设的努力”(16)。这亦隐含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所衍生

的无产阶级革命内涵，体现出“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革命属性和进步意义。(17) 可见，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的语境下理解中华民族复兴的。随着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批判国民党主张“民族复兴”话语的本质，另

(11) 前注 ⑥，宋友文、王佳怡文，第 39 页。

(12)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7 页。

(13)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载杨琥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李大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3 页。

(14)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 年 8 月 4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

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8 页。

(1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卷（一九二二年）》，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8 页。

(16) 《恽代英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2 页。

(17) 参见青觉、曹高丁：《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生成及意涵演化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 年第 4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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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塑造以“民族解放”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18) 如 1932 年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关于宣布对日战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

和独立”口号。这一表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首次将中华民族整体性解放与国家独立并

置为根本政治目标，由此，“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不仅成为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武

装斗争与政权建设的重要纲领，也逐步发展为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的标志性政

治话语。

1935 年，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

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19)。于此，毛泽东以“光复旧物”话语表达了“民族复兴”的意志。自

1936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开始在官方文件中采

用“民族复兴”话语。(20) 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倡导以“中华民族”作

为共识性话语。1937 年，张闻天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中采用“中

华民族”表述多达 20 多处，如“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开始到来

了”“整个中华民族”等。(21) 1937 年 9 月 25 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

中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概念，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

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22)。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一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

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23)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由此开启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的系统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这一实践不仅奠定了当代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思想根基，更通过宪法序言确立的“建立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等基本原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深厚的宪法基础与丰富的思想资源。

总之，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形成与现代宪法观念的系统引入，在近代中

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呈现高度的同构性。前者标志着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政

治共同体身份认同的确立，后者则体现了该共同体依托宪法这一根本法形式，理性建构

国家秩序、实现民族复兴的制度化努力。

(18) 参见《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古委员会的信》（1934 年 7 月 7 日），载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一九二一·七— 一九四九·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227 页。

(19)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69 页。

(20) 参见前注 ⑰，青觉、曹高丁文，第 10 页。

(21) 参见张闻天：《论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1937 年 9 月 18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

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0 页。

(22) 《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给周恩来等的电报》（1937 年 9 月 25 日），载前

注 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书，第 536 页。

(2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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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入宪的背景与意义

面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难，仁人志士们提出的“中华民族之复兴”，寄寓了整个民族

对于伟大复兴的想象。宪法序言基于历史事实，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制度化建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被正式写入宪法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文本表达。

（一）入宪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学界开始提出应在宪法文本中系统纳入“中华民族”的主张，明确

其作为国家构成主体的人民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从历史文化概念向宪法共同体范

畴的初步转化。例如，1933 年吴经熊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将“民族”

作为第二篇，包括“民族之维护”与“民族之培养”两章，其中第 9、10、16、21 条都

出现了“中华民族”概念。(24) 从内容来看，这些规范主要确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身份，

强化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与保护，并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平与尊严诉求。1935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总纲第 5 条规定：“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

分子，一律平等。”尽管其最终未能生效实施，但蕴含着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国家共

同体想象。

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革命根据地宪法性文件中，“中国民族”“中华

民族”等表述已正式载入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本。例如，1934 年 1 月第二次全国苏

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 8 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

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由与独立。”

此处“中国民族”是当时党的文献对全体中国人民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表述，其政治

意涵与后来宪法确立的“中华民族”概念一脉相承，体现了历史演进中的法理延续性。

该条款不仅宣示了反帝斗争的根本目标，更将民族独立确立为苏维埃政权的立宪职责，

从而为新中国宪法确立中华民族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提供了历史正当性。在表

述选择上，此处出现的“中国民族”强调民族解放和自主独立，呈现更强烈的政治属性。

而 1936 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的布告则采用“中华民族”表述，提出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25) 等主张。新中国成立以后，宪法所

确认的各民族在国家根本法层面获得了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宪制地位。整个 20 世纪

上半叶，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与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这些历史实践不仅

未削弱民族凝聚力，反而锻造了更加坚韧的中华民族认同。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

(24) 吴经熊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第 9 条规定：“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第 10 条规定：

“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但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应抵御之。”第 16 条规定：“侨居国外之中华民族，应由国

家按其情形保护并扶植之。”第 21 条规定：“民族地位之提高端赖教育，为父母者于其子女之德智体三育应注意之。

孝敬父母乃中华民族固有之美德，为子女者应遵守之。”

(25) 肖周录、朱子良、汪艳编：《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人权理论与实践资料汇编》，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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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

议》，规定在正式国歌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既是对近代以来民族存亡危机的历史凝练，也是对中

华民族整体性与危难意识的庄严确认。

这一时期制定的宪法性文件虽未直接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术语，但其核心表述已

实质性承载并体现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内涵。例如，作为新中

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1 条即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

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其中“国内各民族”这一整体性指称，

隐含着对超越单一民族界限、指向国家层面政治整合的共同体意识的确认。正如有学者

所言，这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境内存在的双层民族结构，亦即事实上的各民族与平等团结

统一起来的中华民族这个整体。(26)

1954 年宪法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也包含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属性，以及

努力实现共同奋斗目标的愿景。1954 年 4 月 5 日，在全国政协组织的宪法草案座谈会上

讨论宪法序言时，有意见认为，应将“继续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学习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写进序言或总纲

中。(27) 虽然作为法律概念的“中华民族”最终没有写入 1954 年宪法，但宪法中出现的“中

国人民”“我国人民”“我国各民族”等表述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民族复兴的内涵也逐渐从民族国家建构转为国家经济建设，巩固政权、赶超西

方与国家现代化构成彼时复兴的主要内容。(28) 1982 年宪法修改也没有明确采用这一表

述，但在序言中记载了“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

英勇奋斗”的历史，擘画了各族人民奋斗的目标，明确了“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

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并回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国家根本法提出的新要求，有必要将这一重大政治命题由党的主张

转化为国家意志。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中明确提出“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29)。1 月

(26) 参见前注 ⑦，王延中文，第 5 页。

(27) 根据 1954 年 4 月 5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所印的《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一）整理而成。

(28) 参见前注 ⑰，青觉、曹高丁文，第 12 页。

(29)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讨论拟提请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载《人民日

报》2018 年 1 月 1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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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重申通过宪法修改“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30)。1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明确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月 29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宪法修改的建议，并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3 月 11 日，

宪法修正案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正式写入宪法。

（二）入宪意义

经过长期历史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心

任务和根本目标，并通过宪法将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奋斗目标转化为具有规范效力的法

律表达。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同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31)。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

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32)。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共出现 27 次，成为报告的主题词之一。报告明确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界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将新时代定位为“奋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并宣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些表述不仅构成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政治命题，更

通过党章修订上升为党的根本宗旨与行动纲领的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政治愿景正式转化为具有规范性、引领性的国家发展目标。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在序言中有两处增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一是

将《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把“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

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

(3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2018 年 1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通过。

(31) 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 年 12 月 8 日、10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32)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 3 月 17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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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增加了“致力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根据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一修改的主要考虑

是“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

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33)。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确立为国

家根本任务，实现了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政治话语与宪法话语的高度统一，标志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上升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统摄国家发展全局的国家目标。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实质是对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

志与根本利益的确认，其既回应了全国各族人民融合发展与团结进步的现实诉求，也在

规范建构、政治整合与宪法宣示等层面为民族政策及民族法治的完善奠定了宪法基础。(34)

进一步而言，将“中华民族”作为“伟大复兴”主体，使国家根本任务之意涵得以在“国

家”“民族”与“人民”三重维度上展开，(35) 并形成内在统一的规范整体，彰显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与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强化了这一目标的历史纵深与民族认

同。从宏观层面看，宪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认，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系统性与连贯性。从微观层面看，对爱国统一战线内涵的扩充，则是源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

总之，2018 年修宪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宪法体系中的整合功能：

其不仅承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国家认同等基础性宪法价值，更作为统合国家发展目标、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纽带，发挥着融贯政治目标、法律

规范与社会共识的枢纽作用。由此，“中华民族”作为宪法序言所确认的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共同体，已升华为凝聚宪法共识的核心概念；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亦完成从近

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历史夙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到载入宪法上国家根本任务的

历史变迁，成为国家发展目标。

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内涵

经过近代以来的历史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实现从历史文化命题、政治纲

领到宪法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的三重跃升，并于 2018 年被庄严载入宪法序言，正式确立

为国家根本任务。

(33)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8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

(34) 参见前注 ③，江国华、肖妮娜文，第 57 页。

(35) 参见叶松奇：《论“中华民族”根本法意涵的三重向度》，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3 期，第

30 页。



中国法学 2026 年第 4 期

34

（一）界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解释方法

在宪法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具有高度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其既以“中

华民族”为承载主体，又以“伟大复兴”为价值指向，承载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因此，必须坚持历史观与宪法观相统一的

解释立场，将“中华民族”与“伟大复兴”作为整体性概念置于宪法文本与历史语境中

进行体系化理解，避免割裂解读或片面强调单一维度。

第一，宪法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相关概念具有紧密联系。比如，宪法序言所规

定的“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民族”“全国各族人民”等

概念与“中华民族”虽然在规范表达的侧重点上不同，但具有相通的核心价值。无论是

确认历史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强调政治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属性，又或是指称当下

乃至未来的政治结构，相关概念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构密切相关。

第二，经过历史演进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与“伟大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名词组合，

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综合性概念。比如，对“复兴”一词的宪法解释，不宜停留在文义

上，而应超越传统语义中“经历衰落后重新兴盛”或“再度兴盛”的单一历史循环论理

解，立足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语境，赋予其规范性、引领性与国

际性内涵。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虽遭遇各种挫折与苦难，但其

文化主体性、制度韧性与价值共识从未中断。“伟大复兴”在宪法意义上既指向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内在发展目标，亦涵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底线

要求，同时延伸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不仅是历史与政治概念，更是以宪法为根基、兼具国

内法治功能与国际法意义的复合型宪法命题，强化了中国宪法文明的世界表达，提升了

中国宪法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目标

我国宪法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思维，宪法文本不仅确认历史，也对未来有所擘画。宪

法序言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确立了内涵与层次丰富的国家目

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对宪法上国家目标的总括性表达。宪法上的国家目标是区别

于基本权利规范与国家机构规范的第三种规范类型。与传统观点认为其只是一种政治

纲领相区别，现代宪法学认为国家目标规范也具有法律效力，它形塑了国家的具体任务，

并为国家机关设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宪法义务。

宪法上的国家目标承载着制宪者对国家未来状况的预期，为国家发展提供方针指

引。(36) 在宪法序言中，作为国家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承担着客观价值秩序

的整合与辐射功能。其凝聚了宪法序言所蕴含的历史逻辑、政治决断与未来承诺，对国

家与社会生活具有价值引领作用。任何法律规范的制定、解释与实施，均不得在实质上

背离或消解这一核心目标。同时，在对宪法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等条款进行解

(36) 参见陈玉山：《中国宪法序言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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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适用时，亦应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价值目标下进行合目的性观

照，从而保障国家法秩序的统一性与内在融贯。

《宪法》序言第 7 自然段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确立为国家目标，有助于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宪法上的规范内涵更为科学严

谨、实现路径更为切实可行、目标指向更为宏伟壮阔”(37)，进而实现党的主张、人民利益与

国家意志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宪法中“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并非简单的并列

关系，而构成了一种内在递进的逻辑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前者是后者的关键阶段和坚实基础，但不等

于后者的最终完成。

从上述修宪背景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被

增写入宪法的，这一调整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概念中“国家”的历史与

价值维度，更将国家发展目标升华为一个民族整体性使命，从而在宪法上确立了国家发

展与民族复兴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性与内在统一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

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8)。这一表述与宪法序言

中的国家目标形成紧密呼应，并产生约束国家机关的规范效力，要求国家机关履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义务。

第一，立法机关坚持依宪立法，确保法律体系与宪法保持一致，以立法形式落实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规范效力。在立法实践中，有些部门法直接写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如《国家安全法》（2015 年颁布）、《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2015 年颁布）、

《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 年颁布）、《国防法》（2020 年修订）、《对外关系法》（2023 年

颁布）等法律的第 1 条皆规定立法目的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6 年 3 月

1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 1 条规定：“为了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国家发展规划法》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第 3 条，作为该法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宪法确立的国家目标，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范，正是“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在立法领域的体现。

第二，行政机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具体落实国家目标

的重要职责。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明

确要求“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这一根本任

务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遵循，着力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与水平，加快建成法治政府。

(37) 苗连营：《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学阐释》，载《政法论丛》2023 年第 6 期，第 4 页。

(3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 年 10 月 16 日），载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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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规划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中心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国家发展规划法》第 7、16 条的规定，国家发展规划根据党中央

的建议和决策部署，由国务院组织编制，由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务院在编制五年规

划时，首先要遵循依宪行政的原则，确保宪法确立的国家目标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得

到有效落实。

第三，司法机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也承担着保障公正司法的职能。

2025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在总体要求中明

确指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障”。该表述将民族复兴目标与司法职能有效对接，凸显出审判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

要定位。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已在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裁判文书中，于说理部分规

范援引宪法序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等表述，将其作为阐释法律适

用、论证价值权衡与回应社会关切的依据，增强了裁判说理的解释力。例如，在重庆市某

区生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魏某罚款行政裁定书中，法院明确“环境资源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39)；在张某与中国某某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明确“网络强国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40)。这些都可视

为对宪法序言中国家目标的具体落实。

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方向指引，并丰富了中国式

现代化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宪法规定的“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

容，为落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宪法价值坐标。

（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中华民族虽然是中国人民的一种共同体式表达，但并不是先验的、封闭的概念，而是

由个体构成的，受政治、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也指向每个个体的自由的实现。近代以来，面对内外交困的民族危难，曾有观点

认为中国的个体自由太多而集体自由太少，因而极其强调共同体的面向。(41) 这种共同体

取向的理念虽然为国家整合、迅速完成社会变革提供了基础，但过于强调这一面向也有

可能遮蔽民族复兴在根本上是为人的真正解放创造条件这一实质，因而不利于激发每个

个体的活力和为共同体的发展凝聚共识。因此，在宪法层面实现共同体与个体的协调，

实现公与私之间的平衡就至关重要。

我国 1954 年宪法以专门的章节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规定被认为反映了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社会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利益底一致性”，国家与人民之间、人民与

(39) 参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5）渝 0112 行审 796 号行政裁定书。

(40) 参见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2023）黑 0184 民初 5090 号民事判决书。

(41) 孙中山：《民权主义》（1924 年 3 月 16 日），载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8-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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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关系”就奠定在此种一致性的基础上。(42) 公民权利被界

定为“由国家法律所确认，并以物质条件和国家权力来保证其实现的公民的行为可能

性”(43)。而个体权利的实现尤其注重其真实性与物质保障，因而系于社会变革的实现，“谋

取个人的解放，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解放”(44)。因此，在中国宪法的脉络里，“人民的权利

和义务的获得和巩固，是同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同我国人民民主制度是分不

开的……人民民主制度，是我国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出发点，又是实现这种权利的根本

保证”(45)。1982 年宪法修改时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应当根据社会

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46)。有学者

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直接体现出来每个公民同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确定

着公民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法律地位”(47)。这就是在强调个体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基本权

利，以何种方式形塑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统合性的概念具有社会整合作用，除了作为国家目标发挥指

引作用，还必须通过确认并保障基本权利的方式保障公民的主体地位。正是在行使公民

权利，尤其是广泛的政治权利时，公民才会充分体会到对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参与感。同

时，通过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个体得以体会到共同体目标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在

制度层面展开。

（四）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现代宪法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48) 据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整合和引领宪法文明体系的功能，为五大文明体系在宪法层面的融贯提供了纽带与

动力。

在物质文明层面，宪法序言强调应贯彻新发展理念，《宪法》第 15 条确立“国家实

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在宪法体系内部，共

同富裕与平等原则、劳动权、物质帮助权等社会经济权利，以及经济体制等都存在关联。

社会主义宪法蕴含的共同富裕理念，指引我们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整体

福利提升与个体正当权益保护的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物质基础。

在政治文明层面，《宪法》第 2 条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42) 1954 年宪法时期的观点，参见李光灿：《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 页；杨化南：《我国

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载《法学研究》1954 年第 3 期，第 26 页。1982 年宪法修改后对这种观点的延续，参

见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6-359 页。

(43) 刘培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课提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1 页。

(44)	 ［苏］特拉伊宁等编：《苏联国家法教程》（上），彭建华译，大东书局 1951 年版，第 163 页。

(45) 前注 ㊷，李光灿书，第 7 页。

(46)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 年 9 月 1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 页。

(47) 王向明：《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现实性》，载张友渔等：《宪法论文集》（续编），群众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55-
156 页。

(48) 前注 ③，林来梵文，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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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加以实现。在此基础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法律也载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基本理念，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各

环节的广泛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和治理

体系保障。

在精神文明层面，根据彭真关于 1982 年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思想道德建设，二是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目的是

使全国各族人民，男女老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和有文化的人”(49)。为此，《宪

法》第 24 条规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凝聚社会共识、引领时代风尚的基础。同

时，《宪法》第 19、20、46 条关于发展教育事业、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等规定，亦为提升

全民族文明素养、增强文化自信，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

在社会文明层面，宪法从“总纲”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多处体现国

家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宪制理念。如《宪法》总纲第 14
条第 4 款、第 28 条分别为国家设定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宪法义务；

第 49 条对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的保护，更是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有助于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生态文明层面，宪法第 26 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国家义务。2018 年宪法修正案在序言第 7 自然段中新增“社

会文明”与“生态文明”，进一步充实与完善了宪法文明体系。2026 年 3 月通过的《生

态环境法典》也将“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纳入立法目的。这可以看作是以全国人大制定基

本法律的形式在生态文明维度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根据宪法序言，五大文明构成功能各异、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文明体系，其统一于

“协调发展”的宪制框架，并最终指向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宪法文明形态。同时，宪法中

的五大文明体系还通过基本国策条款、基本权利规范等得到具体化，共同服务于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整合宪

法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根本性、稳定性与整体性的宪法目标

框架，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宪法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规范逻辑上的内在统一。

（五）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宪法序言规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上的统一战线历经了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革

命统一战线”再到“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其具体内容亦随宪法变迁而不断发展，

(49)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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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宪法关于爱国统一战线的规定是实现我国根本任务和其他任务的重要保障，是人民

民主专政的一大特色。(50)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其中，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新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目标的提出，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目标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2018 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增加规定“致力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统一战线内涵，构建

出一种更具包容性、动态性与功能性的宪制团结框架。

进一步而言，“爱国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推动大团结，扩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社会基础。这在通过实施宪法创设特别行政区制度，落实“一国两制”伟大

构想方面也得到显现。正如 2021 年《“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提出的，

要“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建构最广泛的

‘一国两制’统一战线”。这种蕴含了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使得“一国两制”

成为中国宪法构建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制度实践。(51) 由此，凡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的主体都可被纳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开放性与发展性特征。

此外，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范畴，还有助于

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正如学者所言，这一概念实际充实了“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之内涵，丰富了“劳动者”“建设者”与两种“爱国者”的关系，并凸显

出“爱国者”的民族性价值目标。(52) 换言之，“爱国者”不再限于历史、文化与血缘关系

的定义，而是突破了公民身份限制与民族界限。(53) 在此意义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爱国者”更强调对民族身份的情感认同，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更强的凝聚力，有

助于最大程度发挥爱国统一战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感召功能。

可以说，宪法序言确立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其独特的政治整合功能与资源动员效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秩序根基。该范式超越了西方传

统中“原子式个体对抗抽象国家”的二元对立逻辑，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

的优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始终以宪法序言倡导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为根本遵循，通过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与整合各方资源，构建起政治共同体。

这种基于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团结和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有效避免了个

体主义范式的内在张力，形成了推动民族复兴的坚实制度支撑。

(50)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0、483 页。

(51) 参见韩大元：《“一国两制”的理论生成与制度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2026 年第 1 期，第 34-55 页。

(52) 参见祁小敏：《宪法中“爱国统一战线”新发展的规范阐释》，载《晋阳学刊》2019 年第 6 期，第 118 页。

(53) 参见江国华、乌日尼勒：《宪法“爱国统一战线”条款叙论——纪念“八二宪法”实施四十周年》，载《湖北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12 期，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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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宪法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与“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是

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指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宪法》序言

第 9 自然段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这既是宪法确立的国家统一目标，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之不懈奋斗。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54)换言之，祖国完全统一未能实现，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目标。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宪法始终蕴含着一个中

国的历史逻辑，体现出制宪者对于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历史自信。1978 年宪法首次在

序言中规定“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表

明祖国统一是不可动摇的国家目标。1982 年，彭真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

“在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方面，我们是决不含糊的。同时，在具体政

策、措施方面，我们又有很大的灵活性，充分照顾台湾地方的现实情况和台湾人民以及各

方面人士的意愿。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55)。这一论述清晰地揭示了宪法在祖国统一问题

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 1982 年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关于“完成统

一祖国的大业是人民的‘愿望’”的表述曾被认为语气过于软弱，故最终修改为“神圣

职责”。(56) 这一表述的调整既表明实现祖国统一是国家必须实现的目标与历史使命，亦折

射出国家统一的宪法规范内涵，强调国家统一不仅是对领土完整的宣示，更是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肩负的宪法职责。

2018 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入宪将国家统一纳入民族复兴的整体叙事，强化了

统一的正当性与紧迫性，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价值引领。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

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57) 这些表述强化了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间的内在关联，展现了中国在尊重不同历史背景下

实现国家统一的灵活性，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

中华民族内在蕴含的文化与历史纽带为国家统一提供了深厚的社会认同基础。国

家统一所欲实现的不是特定的历史状态，而是指向根植于历史与文化的政治共同体。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58)。国家统一不只是法律上

的空间统合，也需要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内心认同，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实现历史和

(5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 年 10 月 18 日），载《习近平著作

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0-21 页。

(55) 前注 ㊿，许崇德书，第 472 页。

(56)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149 页。

(57) 前注 ㊳，习近平文，第 48 页。

(58)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载《人民日报》2026 年 4 月 1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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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的载体。因此，它不仅是现代化建设领域的复兴，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终

归于一的目标。(59) 只有实现国家统一，才能真正消除内部分裂与不稳定因素，确保中华民

族共同走向复兴道路。

因此，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国家统一，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

义，其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更是这一伟大事业的根本任务。我们必须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扎实推进祖

国完全统一进程。

（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人类和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

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60) 维护人类和平秩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内在要求。从新中国宪法史看，1954 年宪法序言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

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该条款成为我国宪法中和平主

义理念的核心，并在此后的宪法修改中得到进一步强化。1975 年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一直延续至今。该原则最早由中国于 1953 年提出，在 1955 年

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和亚非国家会议上推广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已发展为一项普遍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61) 作为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其蕴含着中国

对人类和平秩序的深刻理解，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推动和平与发展的责任，呈现出

一个极具正义感的国家形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维护世界和平、正义与自由的强大力量，正如宪法序言所

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

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的被侵略、被压迫的历史既提示我们要为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更使我们意识到维护和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国际社会亦普遍呼吁和平，期待以宪法凝聚和平共识，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

从宪法文本来看，宪法序言融合了制宪者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中国内嵌于世界

之中，与世界秩序彼此影响并相互决定。(62)《宪法》序言第 12 自然段始终表现出我国对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追求。作为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与社会

基本共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会复制传统大国争霸扩张的老路，而是将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63)，是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力量，具有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是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崛起完全不同的、真正造福于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发展之路，其本质是实现公平、正义与和平。中华民族伟大

(59) 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统一祖国”的规范内涵》，载《法学评论》2025 年第 2 期，第 11 页。

(60) 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采访时的答问》（2013 年 5 月），载前注 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 70 页。

(61)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0 页。

(62) 参见翟志勇：《宪法序言中的国家观与世界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5 期，第 80 页。

(6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载《人民日报》2026 年 3 月 9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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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与世界和平共存共荣，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与天下情怀，这

正是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贡献的独特智慧和力量。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关联密切。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旨在为中国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同时也通过

中国的实践和贡献，与世界各国分享和平红利，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无疑是对全人类进步与繁荣的巨大贡献。

五、结 语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实施宪法的伟大历史成就。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为根本保障。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写入宪法，不仅拓展了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的内涵与外延，更对传统宪法实施理

论提出了时代要求，亟需突破将宪法实施局限于制度运行或者权利救济的狭义理解，转

而将其置于国家发展目标的整体框架中予以全面把握。为此，应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一根本目标深度融入宪法实施全过程，发挥宪法对共同体整合、个体权利保障、国家目

标实现、价值秩序形成的规范与保障作用，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等诸多环节切实提

升宪法实施的系统性与实效性。相应地，宪法学研究也要基于中国宪法文本，挖掘宪法

学的历史脉络，关切当下的宪法实践，将对本土经验的分析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用科

学的理论引领实践的发展，实现二者的交融，推进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要通过宪法全面实施，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宪

法话语与国际传播效能相统一的叙事体系，将中国宪法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

置于国际秩序之中，凸显其人类文明价值。为此，要创新对外宪法话语表达方式，将中国

宪法的文明价值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人类文明价值，实现从“中国与世界”的思维

向“世界中的中国”思维的转化，在世界体系中思考当代中国法治，尤其是中国宪法的

国际意义。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宪法观念与制度的国际交流、中国宪法中的

国际主义因素、宪法规范的域外效力、宪法与国际法的关系等学术命题，构建更具开放

性、包容性的宪法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改进法治宣传形式，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

蕴含的和平、包容、人文等精神嵌入国际宪法交流之中，在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同时，丰

富中国宪法理论与宪法话语，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与

宪法发展的认知度与信任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宪法学的主要任务是，以宪法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注重从中国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发展需求出发构建理

论体系，以解释本国宪法文本的形成背景、基本精神、规范内涵与实践意义。宪法实践是

发展宪法学理论的动力，宪法学要回应实践的发展需求，合理平衡宪法规范与实践的冲

突，探索宪法的一般特征和内在规律，以兼具实践解释力与价值引领性的宪法理论，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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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体目标提供学理支撑。

从百年前在救亡图存中唤醒民族自觉、探索宪法道路的筚路蓝缕，到今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成为国家根本大法所确立的庄严目标，宪法以其根本法形式清晰昭示了中

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根本道路，而我们对宪法的信仰与恪守，便是这条道路上最坚

实的基石。面对百年大变局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坚信宪法所具有的将不确定

性转化为确定性的规范力量，维护宪法权威，全面实施宪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根本法治保障。

Abstrac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greatest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embodies the aspiration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and reflects the unwavering goa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ursued for over a 
century, which has now been formally established as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goal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a value consensu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whole society. Its inclusion in 
the Constitution marks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to 
a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forming a unifying, interpretive, and far-reaching standard system.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meaning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with a clearly defined scope, providing stable institutional expecta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erving as a cor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onstitutional meaning and norm significance of the rejuvenation through both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itutional text holds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ortance to 
clarify the constitutional logic behind this vision and interpret the internal integrity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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